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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文明兴衰视野下的
“海上民族”考论 

金 寿 福

摘 要：“海上民族”一直被视为导致公元前 12 世纪前后爱琴海和东地

中海地区多个政治体先后灭亡的罪魁祸首，其主要依据是埃及第十九王朝

国王拉美西斯二世、麦内普塔和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描写他们迎

击“海上民族”的铭文。然而，埃及国王关于抗击“海上民族”的描写属于

“国王神迹”题材，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将“海上民族”置于黎凡特、

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时空框架中进行考察可以发

现，该区域文明衰亡的原因各不相同，绝非简单用“海上民族”所能解释。

相反，该区域人口流动是文明衰亡造成的后果，而非其原因。实际上，“海

上民族”是西方学者以古埃及国王夸大其词的铭文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虚

拟存在。

关键词：文明兴衰 海上民族 埃及 爱琴海 地中海

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 1279—前 1213 年在位）、麦内

普塔（公元前 1213—前 1203 年在位）和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

1184—前 1153 年在位）分别在铭文中描写了他们迎击入侵者的军事行动。三位

国王都提到，这些外来者分水陆两路，人数众多且具有武装入侵性质。拉美西斯

三世的铭文这样描述入侵者：“居住在岛上的人开始谋反，所有地方都被搅得毫无

安宁可言。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挡住他们的武器，从赫梯到阿拉西亚，如同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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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割掉。他们在阿姆鲁一带建造营地，原来的居民消失，耕地不复存在。他们向

埃及挺进，举着能变万物为灰烬的火炬，非利士人、杰克尔人、舍克勒施人、达

奴人、维舍什人都成为他们的同盟。他们把手伸到世界边缘，心中怀着‘我们的

计划会实现！’的必胜信念。”A以上文字描写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第八年抗击

来犯之敌的部分内容，在这位国王刻在哈布城祭殿墙壁上的铭文中只占 3 行空间。

1855 年，法国埃及学家德鲁热阐释这段文字和墙壁上浮雕的寓意时，首次使用

“海上民族”（Peuples de la Mer，英译为 Peoples of the Sea，通常译为 Sea Peoples）

称谓。B1873 年，法国另一位埃及学家马伯乐沿用“海上民族”术语，认为海上

迁徙民通过陆路和海路且主要借助武力进入地中海东岸和入侵埃及。C此后，许多

学者解读拉美西斯三世关于外族的文字和浮雕，以此证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众多

政治体于公元前 12 世纪初遭灭顶之灾。被称为“海上民族”的族群兵分两路，选

择海路者驾驭船只（有学者甚至使用了“舰队”一词），选择陆路者主要借助牛车，

不仅拖家带口，还带上了家当。D他们所经之地，城池被夷为平地，房屋被烧毁，

此种行径一直持续到其在埃及边境被击败为止。

19 世纪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米勒认为，“海上民族”是民族志最为重要的研究课

题，他们使古代高级文明遭遇最严重打击，是古埃及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E

德国古代史学者迈耶把“海上民族”的兴起，列为人类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

渡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F此后，“海上民族”这个其实并无多少史实支撑的概念

被多数埃及学家和东方学家接受。有学者试图把地中海地区的迁徙潮置于更大时

空之中讨论，视其为北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部的世界性现象。G同时，几乎所

有论及“海上民族”的著述，都将这一群体比喻成“蝗虫”，指责他们不仅给所经

之地的原住民带来灾难，而且使青铜时代的繁荣景象戛然而止。H受这种说法影

 A  J. A. Wilson, “Egyptian Historical Texts,” in J.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62.

 B  E. de Rougé, Notice de Quelques Textes Hiéroglyphiques Récemment Publiés par M. Greene, 
Paris: E. Thunot, 1885, p. 14. 

 C  G. Maspero, The Struggle of the Nations: Egypt, Syria and Assyria, ed. A. H. Sayce, trans. M. L. 
McClure, New York: Appleton, 1896, p. 463; G. Maspero, Histoire Ancienne des Peuples de 
l’Orient, Paris: Hachette, 1876, pp. 261, 314, 317.

 D  J.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245, 259.

 E  W. M. Müller, “Notes on the ‘Peoples of the Sea’ of Merenptah,”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Vol. 10, 1888, pp. 147-148.

 F  E.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l. 2, Stuttgart: Cotta, 1893, pp. 210-211.

 G  M. Grant,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9, p. 79.

 H  F. J. Yurco, “Sea Peoples,” in K. A. Bard, ed.,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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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芬利把希腊本土所谓多利安人入侵、“海上民族”迁徙、赫梯王国灭亡和非利

士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定居等，视为公元前 1200 年前后发生的相互关联

的事件。A

所谓“海上民族”入侵导致赫梯王国灭亡，摧毁地中海东岸许多城镇，最终入

侵埃及的说法，起初完全依据古埃及国王尤其是拉美西斯三世留下的铭文。之后，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两个层面按图索骥。一方面，历史学家试图把古埃及文献中

提到的名称，与特定族群名或地名联系起来，比如从卢卡（Lukka）发现了吕西亚

（Lycia）的踪迹，把图尔沙（Tursha）等同于伊特鲁里亚（Etruscan），从阿卡瓦沙

（Akawasha/Ekwesh）看到阿盖亚（Achaea）的影子，沙达那（Shardana）被等同于

撒丁岛（Sardinia），舍克勒施（Shekelesh）被视为西西里岛（Sicilia）。上述名词的

词源及其演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简单依据表面上的类似或部分相似便在两个名词

间画等号的做法，如今越来越受到学者质疑。B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在古埃及铭文

中提到的地方发掘时，一旦发现有被毁坏的遗址，就归罪于“海上民族”所为。事

实上，发掘人员很多时候只能确认遗址曾遭毁坏，至于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在何

时、以何种方式破坏，很难说清楚。“海上民族”就此成为特定时期和环境下解决

许多疑难问题的“万能钥匙”。C

过去几十年，考古人员在地中海东岸和爱琴海地区取得重要成果，展示出与古

埃及文献判然有别的图景。借助考古材料，把“海上民族”的笼统概念置于东地中

海和爱琴海广阔地域中辨析，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以往不顾

人口分布和变动、族群成分及其宗教信仰和物质文化特征（包括陶器及其他可供断

代的器物和骨骼等），热衷于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寻找古埃及文献中人名、地

名的做法应告一段落。D本文重审古埃及文献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根据黎凡特、

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海上民族”

的提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古埃及铭文中的“海上民族”

古 埃 及 铭 文 显 示，“ 海 上 民 族 ” 先 后 三 次 试 图 进 入 埃 及， 起 初 是 在 拉 美

西斯二世时期。他们如同海盗一样袭击古埃及船只，侵袭沿海地带孤立的定

 A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81, p. 58.

 B  F. J. Yurco, “Sea Peoples,” p. 877.

 C  B. Cifola, “The Role of the Sea People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A Reassessment 
of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riens Antiqvi Miscellanea, Vol. 1, 1994, pp. 1-3.

 D  A.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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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点，甚至深入尼罗河三角洲。拉美西斯二世称，他建造了始于今罗塞塔并

向西一直延伸到马特鲁的防线；他登基第二年，打击骚扰边境的人群，俘虏

一些人。拉美西斯二世提到被称为沙达那的族群，学者认为他们是“海上民

族 ” 的 一 支。 拉 美 西 斯 二 世 在 位 第 五 年， 在 今 叙 利 亚 的 卡 迭 石 与 赫 梯 人 作

战，沙达那人此时已成为埃及国王贴身保镖。A不难看出，至少沙达那人与

“海上民族”没有关联，他们可能是尼罗河西部的游牧部落或骚扰三角洲海

岸的海盗。

拉美西斯三世描述的“海上民族”入侵，人数比前几次多，程度也更严

重。《哈里斯大纸草》给出的“海上民族”名字，与哈布城祭殿墙壁上的铭文

内容相同，只是用舍克勒施替换了沙达那。哈布城祭殿的铭文并未把特瑞什人

（Teresh）列入被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海上民族”，但同一祭殿的浮雕，在被俘

虏的敌人队列中出现了特瑞什人。B在表现拉美西斯三世打击利比亚人的画面上，

属于“海上民族”的族群站在埃及一边作战，画面文字显示这场战斗比拉美西斯

三世迎战“海上民族”早 3 年。不可思议的是，“海上民族”无论充当拉美西斯

三世的雇佣兵，还是作为被打击对象，穿戴均完全一致。C基于此，我们推测，

古埃及铭文和浮雕上的“海上民族”多泛指外族，是为外族的代名词，其实是一

种话语模式。

在拉美西斯三世所建祭殿的墙壁上，有一幅图展现了这位国王率领埃及军队

围攻赫梯要塞的情形，其中一个要塞是阿尔扎瓦（Arzawa）。令人困惑的是，拉美

西斯三世又以非常确凿的口吻说，他面对的“海上民族”在到达埃及之前已灭掉

赫梯王国，被毁灭的城市中就有阿尔扎瓦。在《哈里斯大纸草》中，拉美西斯三

世声称“我到达戴尼恩人的岛上，将他们斩尽杀绝”，可是这位国王从未到过地中

海任何一个岛屿。很明显，拉美西斯三世并不想真实地记录历史事实，而只想设

法表达他是如何圆满完成了保卫埃及的神圣任务。

另外，古埃及书吏只书写辅音，加之象形文字中没有发“l”音的符号，古埃

及人用“n”或者“r”表示此音，有时甚至两者并用。此种情况意味着，外来人

名或地名在象形文字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拉美西斯三世首次提到的帕乐塞特人

（Prst/Peleset）为例，铭文说他们原来居住在岛上，是所谓“海上民族”的重要一

 A  F. J. Yurco, “Sea Peoples,” p. 877. 另外，学界普遍认为，拉美西斯二世好大喜功，其铭

文常夸大其词。

 B  E. H. Cline and 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in D. O’Connor and S. 
Quirke, eds., Mysterious Lands, London: UCL Press, 2003, p. 111.

 C  W. F. Edgerton and J. A. Wilson, Historical Records of Ramses Ⅲ : The Texts in Medinet Habu,
Vol. Ⅰ,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pls. 17, 18, 19, 24, 30, 3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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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A商博良最早试图从象形文字中的“Prst”找到非利士人“Plst”即“Philistine”

的影子，认为埃及语中没有发“l”音的字母，所以用“r”替代了“l”，后来多数

学者采纳了他的观点。B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帕乐塞特人就是《旧约》中与以色列

人争夺土地的非利士人。有人以为他们来自克里特岛，有人把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阿

尔扎瓦视为其出发点，还有人认为他们一开始就居住在迦南。争论持续很久，始终

无法达成一致。C对于主张非利士人来自地中海的学者来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

这些人驻地和活动区域发现了具有爱琴海风格的陶器，且陶器是在当地生产的。他

们认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出现明显属于爱琴海物质文明的陶器和其他器

物，应是爱琴海地区的居民经塞浦路斯、罗得岛迁徙到地中海东岸的结果，非利士

人显然是“海上民族”的一部分。D

有学者依据“沙达那”和“撒丁岛”发音类似，就设法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认

为沙达那人也是“海上民族”的一支。然而，此种说法非常牵强。其一，古埃及人

在书写时一般省略元音，因此，象形文字并不完全反映词句的真实发音；其二，当

时的航海技术非常原始，这些被认为因天灾人祸而逃亡的沙达那人不大可能进犯埃

及，而且他们进犯失败后还有能力远赴撒丁岛，更是不可思议之事。E事实上，在

拉美西斯三世抗击所谓“海上民族”时，一定数量的沙达那人已定居在埃及。《威尔

伯纸草》记载了约 109 个沙达那人占有土地和租种等情况，有几个条款特别提到土

地由沙达那人的孩子们耕种，类似细节表明不仅在埃及的沙达那人可以拥有土地，

而且第二代沙达那人已与埃及人没有区别了。F埃及第二十二王朝流传下来的石碑

还刻画了一个沙达那人向克努姆和哈托献祭的场面，他的装束与埃及人完全一样。G

据莱什科研究，拉美西斯三世从拉美西斯二世、麦内普塔等国王的祭殿中借用

了打击“海上民族”题材。H尼姆斯认为，拉美西斯三世祭殿墙壁上的许多题材，

 A  P. Machinist, “Biblical Traditions: The Philistines and Israelite History,” in E. D. Oren, 
ed., 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 A Reassess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Publications, 2000, p. 55.

 B  F. Champollion, Dictionnaire Hieroglyphique,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 1841, pp. 151, 180.

 C  R. Drews,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1-72.

 D  E. H. Cline and 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p. 116.

 E  E. H. Cline and 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p. 112.

 F  R. G. Roberts, “Identity, Choice, and the Year 8 Reliefs of Ramesses Ⅲ at Medinet Habu,” in 
C. Bachhuber and R. G. Roberts, eds., Forces of Transformation: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Oxbow Books, 2006, p. 62.

 G  R. G. Roberts, “Identity, Choice, and the Year 8 Reliefs of Ramesses Ⅲ at Medinet Habu,” 
p. 63.

 H  L. H. Lesko, “Egypt in the 12th Century B.C.,” in W. A. Ward and M. S. Joukowsky, eds., 
The Crisis Years: The 12th Century B.C.: From Beyond the Danube to the Tigris, Dubuque: 
Kendall/Hunt, 1992, pp.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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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从拉美西斯二世的祭殿抄袭的，不少画面完全一致。A不仅拉美西斯三世的

生辰名与拉美西斯二世一致，而且拉美西斯三世给子嗣取名时还采用拉美西斯二世

子嗣的名字。B从这一角度看，所谓拉美西斯三世打击“海上民族”究竟有多少事

实依据，确实值得商榷。C

从新王国初期开始，随着埃及国王把对外扩张视为合格国王的必要条件，“国王

神迹”这一题材应运而生。D它以夸张的形式、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描写国王功绩，

从国王与众神的关系到其如何捍卫国土、让民众安居乐业。一句话，国王是埃及得

以存在和繁荣的唯一保障。这种题材的核心不在于国王做了什么，而是借助由来已

久的叙述模式，宣称国王达到了传统理想的标准。E正因如此，在表现拉美西斯三

世从海上和陆地抗击“海上民族”的两组画面上，可以看到他猎杀狮子的场景。画

面旁边的文字把“海上民族”称为“狮子”，把西亚的其他族群说成“野牛”，而尼

罗河三角洲以西的利比亚人则被描写为“瞪羚、野驴、野兔”。可见，所谓“海上

民族”就是埃及周边族群以及与埃及发生过冲突的族群的统称。这些族群在拉美西

斯三世时期是否仍生活在埃及附近，冲突是否发生在其统治时期，对埃及艺术家来

说无关紧要，他们唯一关切的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拉美西斯三世是称职的君

主。这些画面属于古埃及歌颂国王功绩的传统题材，产生于新王国初期，而被拉美

西斯三世发挥到极致。F

拉美西斯三世不仅被描写为凶猛的“塞特神”，还被比作极具破坏力的旋风、

 A  C. E. Nims, “Ramesseum Sources of Medinet Habu Reliefs,” in J. H. Johnson and E. F. 
Wente, eds.,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R. Hugh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169-172; H. Nelson, “The Epigraphic Survey 1928-1931,” Oriental Institute 
Communications, No. 10, 1931, pp. 27-28.

 B  J. van Dijk, “The Amarna Period and the Later New Kingdom (c. 1352-1069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8.

 C  B. Cifola, “The Terminology of Ramses Ⅲ’s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a Formal Analysis of the
War Scenes,” Orientalia New Series, Vol. 60, No. 2, 1991, p. 14, n. 17.

 D  J. Osing, “Königsnovelle,” in W. Helck and W. Westendorf, eds.,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Vol. Ⅲ,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0, cols. 556-557.

 E  A. Loprieno, “The ‘King’s Novel’,” in A. Loprieno, ed.,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orms, Leiden: Brill, 1996, p. 277. 根据古埃及文献所述，“海上民族”在来到埃及之

前就已将赫梯王国灭亡，又把东地中海沿岸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奇里乞亚、卡赫美士、

阿尔扎瓦、阿拉西亚都被连根拔起，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可是，当他们遇到拉美西斯

三世率领的埃及军队时，还没有正面交战就已溃不成军。显然，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最新考古发掘证明，卡赫美士在拉美西斯三世铭文所指的那个时段根本没有遭受破坏。

 F  R. Drews, “Medinet Habu: Oxcarts, Ships, and Migr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9, No. 3, 2000,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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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公牛、隼等力量。A“海上民族”被想象成“创世神”所确立秩序的破坏者，

拉美西斯三世必须像猎杀凶恶的狮子一样剿灭他们。拉美西斯三世驾驭战车冲在埃

及军队最前面，后面是排列整齐的战车队和步兵，对面则是仓皇逃窜的敌人，秩序

维护者与混乱制造者两种形象的对比一目了然。埃及士兵的任务似乎只是观战和助

威，因为拉美西斯三世拉开他那巨大的弓箭就已让敌人闻风丧胆，这种超现实叙述

是“国王神迹”的显著特征。B

埃及第十九王朝末期，王室内不同派别为争夺王位激烈角逐，登上王座的几位

国王都很昏庸，阿蒙摩斯、塞提二世、西普塔、塔乌塞瑞特在位时间都不长，因此

埃及对黎凡特地区固有势力范围失去控制，导致该地区社会动荡并为人口流动提供

了条件。C一系列宫廷内乱之后，王权落入塞提纳赫特之手，他的儿子就是拉美西

斯三世。为笼络祭司集团，拉美西斯三世向分布在埃及各地的众多重要神庙捐献土

地和物资，减少甚至免除各种赋税。全国大约 1/3 土地归神庙所有，其中 3/4 属于

阿蒙神庙，从而打破了以往政教之间的平衡，国王失去对国家经济的掌控权，导致

物价上涨、社会动荡。因此，拉美西斯三世采用“海上民族”叙事为自己开脱。D

在古埃及历史上，把外族当作替罪羊的事例屡见不鲜。哈特舍普特是第十八王朝女

王，按照古埃及王权理念，女性没有资格登上王位。为使王位合法化，哈特舍普特

一方面编造自己为“阿蒙神之女”的神话，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她重建了被喜克索斯

人破坏的神庙。值得注意的是，哈特舍普特统治时期，距离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

的朝代灭亡已 80 多年。埃及学界的共识是，喜克索斯人并未借助武力进入埃及，

更没有在埃及造成大规模破坏。显然，把喜克索斯人妖魔化，对女王摆脱国内困境

大有裨益。E

 A  E. H. Cline and 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p. 128.

 B  H. Groenewegen-Frankfort, Arrest and Movement: Space and Time in the Ar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mbridge, MA: Belknap, 1987, pp. 188-189. 有学者研究用词、语法、修辞手

法等方面，认为拉美西斯三世铭文效仿了前任国王，参见 A. Spalinger, “Ramesses Ⅲ at 
Medinet Habu: Baroque Sensory Models,” in T. A. Bács and H. Beinlich, eds., Constructing 
Authority: Prestige, Reput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in Egyptian Kingship,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6, p. 257.

 C  A. Faust, “Between Israel and Philistia: Ethnic Negotiations in the South during Iron Age Ⅰ,” 
in G. Galil et al., eds.,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12th-10th Centuries B.C.E.: Culture and 
History,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12, p. 122.

 D  G. A. Lehmann, “Umbrüche und Zäsuren im Östlichen Mittelmeerraum und Vorderasien zur 
Zeit der ‘Seevölker’-Invasionen um und nach 1200 v. Chr. Neue Quellenzeugnisse und 
Befund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 262, No. 1, 1996, p. 17.

 E  J. Bourriau,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c.1650-1550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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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赫梯王国灭亡再认识

自青铜时代末期开始，爱琴海风格的陶器在黎凡特分布很广，学界赋予它们不

同名称（如迈锡尼ⅢC 期、非利士Ⅰ期陶器，或希腊青铜晚期ⅢC 陶器），学者以

前认为其与迁徙而来的非利士人相关，而非利士人是“海上民族”的一支。许多学

者试图在考古发掘物与特定族群之间画上等号。依据柴尔德的观点，特定容器、工

具、墓葬仪式和房屋形式是相关族群的文化表现形式。A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特定

器物属于特定族群。施塔格不认为来自古巴勒斯坦地区的工匠在迈锡尼制陶工场学

到相应技术，更愿相信非利士人把技术从迈锡尼带到了古巴勒斯坦。他进一步大胆

设想，终有一天会在阿什凯隆（Ashkelon）或其他非利士人居住过的地方发现他们

的文字，这种文字或许是线形文字 B，或许是迈锡尼文明的另一种文字，到那时，

世界历史上又一个失落的文明将会被发现。B

考古发掘显示，被视为非利士人特有的陶器，出现在非利士人活动区域以

外，C单纯借助陶器确定年代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埃及和西亚年表中的时间

可上下浮动 100— 120 年；其次，陶器从生产到使用，再到被考古学家发现，间隔

时间及被转手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一件陶器出现在其产地以外的地方，可能存在多

种情形，如有些陶器最初被卖到某地，之后被当地人仿制，促成更多类似产品出

现。D迈锡尼ⅢC 期陶器在黎凡特沿海一带出土，而且其考古“语境”差别非常大，

不仅不同发掘点，甚至同一发掘点，陶器形状和制作工艺都不一样。就目前考古结

果判断，在上述地点出现迈锡尼ⅢC 期陶器，无法简单用“海上民族”入侵作出满

意解释。E在阿什杜德（Ashdod）发现的迈锡尼ⅢC 期陶器，生产时间早于阿什杜

 A  G. V. Childe,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pp. v-vi.
 B  L. E. Stager, Ashkelon Discovered, Washington, D.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1, 

p. 14.

 C  A. Raban, “The Philistines in the Western Jezreel Valle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284, 1991, pp. 25-27; A. Gilboa et al., “Philistine Bichrome Pottery: The 
View from the Northern Canaanite Coast,” in A. M. Maeier and P. de Miroschedji, eds., “I will 
Speak the Riddles of Ancient Times”: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Amihai 
Maza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extieth Birthday,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6, pp. 322-323.

 D  S. Sherratt, “Epur si Muove: Pots, Markets and Values in Second Millennium  Mediterranean,” 
in J. P. Crielaard et al., eds., The Complex Past of Pottery: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ycenaean and Greek Pottery, Amsterdam: J. C. Gieben, 1999, pp. 166-168.

 E  S. Laemmel, “A Few Tomb Groups from Tell el-Far‘ah South,” in A. E. Killebrew and G. 
Lehmann, eds., The Philistines and Other “Sea Peoples” in Text and Archaeology,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3,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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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北部乌加里特遭破坏的时间，A说明这些陶器与所谓由北向南迁徙的“海上民族”

没有任何关联。B

与历史上其他大规模迁徙不同，非利士人迁徙到黎凡特之后便失去踪影，在

属于铁器时代 I 的考古发掘点，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具有非利士人独特文化

特征的器物。因此，学者猜测，非利士人很早就融入原住民，有学者用同化

（assimilation）、C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D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 E来概括

这一过程。他们认为，这是非利士人与迦南地区原住民和平共处的结果。但按《旧

约》的说法，非利士人不但建立了独立王国，而且是古代以色列人不共戴天的敌

人。另外，非利士人与原住民融合，达到只留下自己名称的程度，似乎也有悖于上

文所引柴尔德的观点。

近年黎凡特北部的考古发掘活动，在非利士人来源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阿穆

克平原在铁器时代早期被称为“菲利斯丁”（Palistin），意即非利士，F意味着非利

士并不像《旧约》所说专指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据学者考证，帕乐塞特起初表示

“外来人”、“流浪汉”之意。G正因如此，被认为与非利士人有关的陶器分布非常

广，出现在相对偏北的耶斯列山谷，但在靠近“非利士五城”的希伯伦山区并未发

现。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以色列南部沿海被认为是非利士人集中居住的许多地方，

 A  1939 年有学者首次提出乌加里特被“海上民族”摧毁，之后又有其他学者提出这座城市

毁于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因旱灾、虫灾和贸易线路中断被居民废弃

等多种假设。参见 K. G. Sommer, “Eine Klimakatastrophe?” Antike Welt, Vol. 1, No. 1, 2017, 
p. 51.

 B  S. Sherratt, “The Ceramic Phenomenon of the ‘Sea Peoples’: An Overview,” in A. E. 
Killebrew and G. Lehmann, eds., The Philistines and Other “Sea Peoples” in Text and 
Archaeology, p. 641. 为了充分说明“海上民族”的一支从陆路由北向南直到埃及，奥尔

布赖特指出这些人先是乘船到达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在那里建造车辆，然后再

驾牛车向埃及进发，参见 W. F. Albright, “Syria, the Philistines, and Phoenicia,” in I. E. S. 
Edwards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Ⅱ,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08. 问题是，这些远道而来的“海上民族”，经过众多城市和

乡村，为何不在其中一处定居，而一定要长途跋涉赶往埃及？

 C  S. Bunimovitz, “Problems in the ‘Ethnic’ Identifi cation of the Philistine Material Culture,” 
Tel Aviv, Vol. 17, No. 2, 1990, pp. 210-212.

 D  I. Shai, “Understanding Philistine Migration: City Nam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354, 2009, p. 23.

 E  J. Uzie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hilistine Material Culture: Assimilation, Acculturation 
and Everything Between,” Levant, Vol. 39, 2007, pp. 166-168.

 F  J. D. Hawkins, “Cilicia, the Amuq, and Aleppo: New Light in a Dark Age,”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Vol. 72, No. 4, 2009, pp. 164-173.

 G  D. Abulafia,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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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也未见到这种陶器，说明陶器系借助贸易和交换等多种方式传播，出现地

与非利士人居住地并没有必然联系。A

在《旧约》中，非利士人被描写为与古代以色列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宿敌。非

利士巨人歌利亚与英雄大卫的决斗，是犹太民族及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按此

故事所述，属于“海上民族”的非利士人集中居住在埃克朗（Ekron）、加特

（Gath）、阿什杜德、阿什凯隆和加沙（Gaza）。学界曾普遍认为，非利士人操印

欧语系语言，但最新研究显示，阿什凯隆、阿什杜德、加特和埃克朗都是闪米特

语名，加沙名称的来源无法确定。除埃克朗外，其他四个名称在青铜时代的埃及

文献中都被提到过，换言之，这些名称早于所谓非利士人迁徙到黎凡特的时间。

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在其有关黎凡特征战的记录中提到加沙，图特摩斯

三世统治时间比拉美西斯三世早近 300 年。B另外，地名具有文化价值，能够传

递语言、政治和文化信息，比如加特意指“酿酒的地方”。阿什杜德和阿什凯隆

都与“称量”相关，应当与繁荣的商业和贸易有关。假如非利士人并非闪米特人，

而是征服原住民后在此定居的“海上民族”，那么他们一直沿用原属闪米特语的地

名确实令人费解。C

尽管《旧约》称非利士人来自爱琴海一带，但正如以上五个所谓非利士人

居住地与爱琴海文明毫无关联，众多非利士人的名字如 Ziklag、 Yishbi、 Fichol、 

Abimelech、Achuzat、Dagon、Achish 均不具有任何希腊元素，无一例外都源于闪

米特语。推崇“海上民族”之说的学者，只是强调非利士人在着装、陶器等方面与

爱琴海地区有相似之处，但无法解释爱琴海一带的人为何如此迅速和彻底地放弃人

名、神名等根本性身份特征。虽然《旧约》极力把非利士人描写成从爱琴海一带迁

 A  A. Gilboa, A. Cohen-Weinberger and Yuval Goren, “Philistine Bichrome Pottery: The View 
from the Northern Canaanite Coast,” in A. M. Maeri and P. D. Miroschedji, eds., I Will 
Speak the Riddles of Ancient Times: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6, pp. 303-304. 哈比鲁（Hapiru/Habiru）用来称呼古代西亚对聚落居民

构成威胁的群体，最早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并存续到埃及第二十王朝，长达 800 多

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是游牧民，而且从人名判断，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语系，

更不构成单一部落。他们当中有闪米特人、胡里安人，分布范围从底格里斯河流域到安

纳托利亚和埃及。他们从未试图进入山区或到相对偏僻的地方建立聚落，而是选择最便

捷的手段生存。从目前掌握的材料判断，所谓哈比鲁是指没有固定住址并出于生存本

能临时组成团体的人群，他们时而抢劫路人，时而侵扰村镇，对定居社会构成极大威

胁，参见 R. Borger, “Das Problem der‘apīru (Habiru),”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
Vereins, Vol. 74, No. 2, 1958, pp. 121-122.

 B  I. Shai, “Understanding Philistine Migration: City Nam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p. 12-27.

 C  E. Wardini, “Lebanese Place-Names: Mount Lebanon and North Lebanon: A Typology of 
Regional Variation and Continuity,” 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Vol. 120, 2002,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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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来的族群，但在《约书亚记》中，非利士人与迦南人指同一群人。A从《旧约》

的描述可知，非利士人并不善于航海，居住在离海岸线有一定距离的地方。B

迦南地区出现的火葬曾被视为新族群到来的标志。不过，在阿佐尔发现的该

地区最早的火葬迹象，被认为不会早于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发生在非利士人定

居下来一个世纪之后。有关黎凡特地区火葬的唯一确凿例子出现在泰尔法拉，时

间为公元前 10 世纪。显然，孤例根本无法确认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异域风俗。另

外，希腊的火葬习俗也是从安纳托利亚传入，只是到了公元前 11 世纪末才在部

分地区变得普遍。人形赤陶棺曾被视为非利士人丧葬习俗的一部分，这种棺除呈

现人体形状外，棺盖也很特殊，上面雕刻了一副非常怪异的面孔。实际上，人形

棺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先后在代尔巴拉、泰尔法拉、伯珊等地出现，无疑受到埃

及的影响。C

在所谓非利士人居住区发现的陶器中，分析其种类、形制、装饰等，可以分辨

出来自四个方面的元素，最重要的是迦南本地的传统，其他是埃及、塞浦路斯与迈

锡尼的风格和主题。一方面，迈锡尼对迦南陶器的影响一直被夸大；另一方面，迈

锡尼风格的陶器出现在迦南的时间，早于“海上民族”到达该地区的时间。D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界不再把物质文化的变化简单视为人口迁徙甚至外

族入侵的标志，而是着重考察居民行为模式的嬗变，比如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经

济条件。E在奇里乞亚和黎凡特北部的发掘证明，今以色列所处的黎凡特南部与上

述两个区域在文化上并无本质区别。《旧约》中的非利士人和古代以色列人，实际

上是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社会变革、人口流动和族群重组的结果。在此过程

中，来自爱琴海和塞浦路斯的迁徙民和海盗，都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在

某些地点和场合扮演主角。F

 A  R. K. Harrison, “Philistine Origins: A Reappraisal,” in L. Eslinger and G. Taylor, eds., 
Ascribe to the Lord: Biblical and Other Essays in Memory of Peter C. Craigie, Sheffield: 
Sheffi  eld Academic Press, 1988, p. 15.

 B  K. A. Kitchen, “Sea Peoples,” in E. M. Blaiklock and R. K. Harrison,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3, pp. 404-405.

 C  J. Vanschoonwinkel, “Between the Aegean and the Levant: The Philistines,” in G. R. 
Tsetskhladze, ed., Ancient Greeks West and Eas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1999, pp. 89-90. 

近来，学者甚至质疑迦南出土的赤陶女性小雕像与典型的迈锡尼女性雕像相关，参见 J. 
Vanschoonwinkel, “Between the Aegean and the Levant: The Philistines,” p. 91.

 D  J. Vanschoonwinkel, “Between the Aegean and the Levant: the Philistines,” pp. 92-95.

 E  A. Yasur-Landau, 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F  I. Singer, “The Philistines in the North and the Kingdom of Taita,” in G. Galil et al., eds.,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12th-10th Centuries B.C.E.: Culture and History, pp. 45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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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埃及文献记载，赫梯王国在“海上民族”迁徙大浪潮中被吞没，但是，被

认为与“海上民族”有关的迈锡尼ⅢC 期陶器只在地中海地区出现，在赫梯都城哈

图沙所在的安纳托利亚中部未见踪影。A在哈图沙的发掘显示，此地受到破坏的痕

迹主要集中在宫殿、神庙和城门等公共建筑，无论是上城还是下城，其中的房屋并

未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没有被烧毁的迹象。B有些学者认为，内外交困的苏皮鲁

利马二世不得已才作出迁都决定。C在赫梯王国时期，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许多诸侯

国从未完全融入王国体系，而是根据王权强弱若即若离。D另外，青铜时代中后

期，东地中海繁荣的贸易促使许多人成为商人和水手，出现很多被称为“海上游牧

民族”的商队。E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促进了物质流通，观念、知识和技术传播以

及文化交流。但是，一旦原有政治格局遭到破坏，许多人如海盗便成为加剧动荡局

面的推手。F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赫梯王国的衰落过程较长，亚述的威胁、王室的

权力斗争、诸侯国的分裂活动、海盗在西部沿海的侵扰、都城受北部卡斯卡人攻击

及连续多年的霍乱，都是赫梯王国最终灭亡的因素，G而并非像古埃及文献所说在

迁徙民的潮流中轰然坍塌。H卡赫美士是赫梯王国的重要城市，上文提到拉美西斯

三世声称，这座城市淹没在“海上民族”迁徙浪潮中。而考古发掘显示，哈图沙被

废弃时，卡赫美士并未遭到破坏。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哈图沙部分居民有组织地

迁居卡赫美士等地，使用卢维语，保持赫梯传统建筑样式，实行安纳托利亚传统火

葬方式。I

 A  H. Genz, “‘No Land Could Stand before Their Arms, from Hatti…on…’? New Light on the 
End of the Hittite Empire and the Early Iron Age in Central Anatolia,” in A. E. Killebrew and 
G. Lehmann, eds., The Philistines and Other “Sea Peoples” in Text and Archaeology, p. 470.

 B  P. Neve, Die Bebauung im Zentralen Tempelviertel, Berlin: Mann, 1999, p. 157.

 C  J. Seeher, “Neue Befund zur Endzeit von Hattuša: Ausgrabungen auf Buyukkaya in 
Boğazkoy,” in S. Alp and A. Suel, eds., Acts of the Ⅲ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ttitology, 
Ankara: Uyum Ajans, 1998, pp. 519-520.

 D  J. D. Hawkins, “Anatolia: The End of the Hittite Empire and After,” in E. A. Braun-Holzinger 
and H. Matthäus, eds., Die Nahöstlichen Kulturen und Griechenland an der Wende vom 2. Zum 
1. Jahrtausend v. Chr., Möhnesee: Biliopolis, 2002, pp. 143-151.

 E  J. Maran, “The Spreading of Objects and Ideas in the Late Bronze Ag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wo Case Examples from the Argolid of the 13th and 12th Centuries B.C.,”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336, 2004, p. 26.

 F  M. Artzy, “Nomads of the Sea,” in S. Swiny et al., eds., Res Maritimae: Cyprus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from Prehistory to Late Antiquity, Atlanta: Scholars, 1997, pp. 1-16.

 G  T.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72-377.

 H  A. E. Killebrew and G. Lehmann, “Introduction: The World of the Philistines and Other ‘Sea 
Peoples’,” in A. E. Killebrew and G. Lehmann, eds., The Philistines and Other “Sea Peoples” 
in Text and Archaeology, p. 12.

 I  B. J. Collins, The Hittites and Their World,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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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琴海地区并非“海上民族”发源地

按古埃及文献描述，在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造成重大破坏的“海上民族”来自

爱琴海地区。但是，在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发掘，无法证明该地区是“海上民族”尤其

是非利士人的家园。《旧约》中的《阿摩司书》《耶利米书》均提到非利士人来自迦斐

托（Caphtor），A学界经过一番争论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这个地名指克里特岛，最重

要的证据是，公元前 15 世纪古埃及《阿蒙内普特名称词典》列举的地中海地名中有

发音相似的凯弗提乌（Kftjw）。B然而，仅凭两个地名发音类似，便以为所指是同一

个地方，完全无法令人信服。即便两个名称同指克里特岛，也不能由此推断非利士人

就是“海上民族”的一支。

学者将青铜时代爱琴海一带的经济称为“宫殿经济”，认为服务于宫廷的精细

官吏系统借助复杂统治机制掌控资源调配。C统治阶层建立了一系列征收和运输

赋税的站点，使贸易极为便利。D伦福儒根据用线形文字 B 书写的文献得出结论：

迈锡尼宫殿实行的是再分配经济，产品运送到中央，根据需求再作分配；不同地区

耕种特定谷物，宫廷所辖范围内所有地区都从宫廷获得所需物品。E宫廷对产品和

劳动力的需求，无疑决定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宫廷是对外贸易的组织者和推动者。F谢拉特指出，迈锡尼的宫殿经济很大

 A  《阿摩司书》9∶7：“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

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斐托，领亚兰人出吉珥吗？”《耶利米书》47∶4：“因为

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

非利士人，就是迦斐托海岛余剩的人。”

 B  R. K. Harrison, “Philistine Origins: A Reappraisal,” p. 17; E. H. Cline and 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p. 113. 

 C  S. Voutsaki and J. Killen, “Introduction,” in S. Voutsaki and J. Killen, eds.,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Mycenaean Palace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001, p. 6.

 D  E. S. Sherratt, “Potemkin Palaces and Route-Based Economies,” in S. Voutsaki and J. Killen, 
eds.,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Mycenaean Palace States, p. 238.

 E  C. Renfrew,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London: Methuen, 1972, pp. 296-297. 学者曾以为迈锡尼宫殿经济具有

再分配特征，而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迈锡尼统治者搜刮资源的目的是换取更多昂贵奢

侈品，为此大量生产用于交换的香油和纺织品，参见 S. P. Morris, “Islands in the Sea:
Aegean Polities as Levantine Neighbors,” in W. G. Dever and S. Gitin, eds., Symbiosis, 
Symbolism, and the Power of the Past: Canaan, Ancient Israel, and Their Neighbors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hrough Roman Palaestina,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3, p. 6.

 F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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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基于对多个贸易节点的有效控制。A克里特岛重要宫殿所在地克诺索斯和

菲斯托斯均位于内陆要害位置，便于农产品集散，并且它们分别借助阿尼索斯和科

莫斯两个港口占据跨区域贸易的优越地位。克里特岛上的精英阶层享用从东地中海

进口的奢侈品，并借用异域精英的权力象征物和行为方式，以区别于受其驱使的民

众。B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主要依靠从安纳托利亚、黎凡

特、埃及等进口贵重品，包括黄金、象牙、锡、玻璃等。C研究证明，克里特岛上

的陶器，无论数量和种类，均受制于跨区域贸易。借助手艺高超的工匠和经验丰富

的商人，克里特岛在东地中海贸易网中扮演重要角色。D在今土耳其的乌鲁布伦、

盖利多尼亚和希腊的伊利亚等古代遗址附近海域发现了多艘沉船，通过其装载物能

勾勒出东地中海满载货物的船只穿梭的景象。沉船上的货物主要来自黎凡特，鉴于

装载物包括铜、锡、玻璃、树脂等，而且数量远超爱琴海或安纳托利亚海岸特定宫

殿或城市所需，有学者提出商船不是驶向单一目的地，而是一路上停靠多个港口，

并卸下该地所需货物。一艘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港口，出售或交换不同物品，这种

做法被形容为“流动市场”（travelling bazaar）。E随着跨区域贸易的繁荣，一个地

方的产品不仅跨洋过海，而且工匠和艺人的流动也逐渐增多。最先由克里特人发明

和改进的织布器具，也出现在埃及中王国时期的遗址中。F

与高水平城市化、贸易国际化以及冶炼专业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里特农业

生产仍处在较原始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集中储存粮食的

设施。G随着直接贸易线路不断增多，原来通过宫廷开展间接贸易的区域越来越想

摆脱其控制，宫廷无法继续借助区位优势从跨区域贸易中获益。H在青铜时代末期，

克里特南部重要港口科莫斯被废弃，而该港口是克里特对外贸易的主要集散地，说

 A  E. S. Sherratt, “Potemkin Palaces and Route-Based Economies,” pp. 230-231.

 B  C. S. Colburn, “Exotica and the Early Minoan Elite: Eastern Imports in Prepalatial Cret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12, No. 2, 2008, p. 204.

 C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 30. 在青铜时代，埃及被普遍认为是粮食充足、生活

有保障的地方。《荷马史诗》中有奥德修斯到埃及打劫的情节，不料他在那里被俘，只

好为法老做 7 年劳工，但他离开时非常富有，参见 F. J. Yurco, “Sea Peoples,” p. 879.

 D  J. A. MacGillivray, Knossos: Pottery Groups of the Old Palace Period, London: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tudies, 1999, p. 106.

 E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p. 33, 238.

 F  E. Barber, Prehistoric Textil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6-77.

 G  J. Hansen, “Palaeoethnobotany in Cypru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J. Renfrew, ed., New 
Light on Early Farm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alaeoethnobotan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5-236.

 H  E. S. Sherratt, “Potemkin Palaces and Route-Based Economies,”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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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克里特至关重要的贸易往来在减弱及至停止，导致该岛处于困境甚至引发了危

机。A跨区域贸易中断意味着迈锡尼宫殿经济崩溃，大量商人、工匠、艺人以及一

大批奴隶和雇佣兵失去生计，B人口流动变得不可避免。从根本上说，人口流动不

是导致青铜时代终结的原因，而是青铜时代末期社会动荡的后果。从表面上看，宫

殿被毁标志着青铜时代的终结，事实上与宫殿一起消失的还有原来的秩序。在后来

的所谓“黑暗时代”，原来由东地中海众多政治中心提供的、民众定居生活所依赖

的社会稳定性不复存在。C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人群如武士——卡特林所说的

“漫游的英雄”（wandering heroes），便乘虚而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动荡，

导致失去生存基础的人群背井离乡。D

桑德斯猜想，希腊本土人口在青铜时代末期已超出耕地所能支撑的程度，

不少人试图到边缘地带寻找适宜耕作的土地或被迫成为无业民。E新研究表明，

派罗斯人口大约 5 万，并没有超出土地所能承受的限度。不少学者一度认为，

“海上民族”的活动导致克里特岛沿海一带居住点在青铜时代末期被废弃，或

其居民向内陆迁移，而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克里特岛人口从沿海向内地移动主

要是为了寻找水源充足、土壤更肥沃的土地，是地中海区域贸易遭破坏后采取

的应对措施。F博尔尼亚认为，社会动乱和原有秩序的破坏同样会引发人口流

动，即便在克里特岛，不同地区的状况也不一样，废弃原居住区的情况在岛屿

东部、南部尤为明显，而北部、西部主要的居住区都延续了下来。此种情况并

不支持如下说法：“海上民族”从希腊本土由北向南抵达克里特岛，然后再向东

 A  T. Whitelaw, “Reading between the Tablets: Assessing Mycenaean Palatial Involvement 
in Ceram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S. Voutsaki and J. Killen, eds.,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Mycenaean Palace States, p. 64; J. W. Shaw, “Kommos in Southern Crete: 
An Aegean Barometer for East-West Interconnections,” in V. Karageorghis and N. C. 
Stampolidis, eds., Eastern Mediterranean: Cyprus-Dodecanese-Crete 16th-6th Century B.C., 
Athens: University of Crete and the A. G. Leventis Foundation, 1998, p. 17.

 B  S. P. Morris, “Islands in the Sea: Aegean Polities as Levantine Neighbors,” p. 8.

 C  J. D. Muhly, “Greece and Anatolia in the Early Iron Age: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in W. G. Dever and S. Gitin, eds., Symbiosis, Symbolism, and the 
Power of the Past: Canaan, Ancient Israel, and Their Neighbors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hrough Roman Palaestina, p. 24.

 D  H. W. Catling, “Cyprus in the 11th Century B.C.: An End or a Beginning?” in V. Karageorghis,
ed., Cyprus in the 11th Century B.C., Nicosia: University of Cyprus Press, 1994, pp. 133-135.

 E  N.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p. 77.

 F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p. 40, 66.



119

文明兴衰视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论 

迁徙。A

在爱琴海和东地中海许多发掘点，考古学家发现了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痕迹，

但只是孤例，不足以说明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文明的衰落。B有学者推测，在迈锡

尼不少地方发生的瘟疫使灾民背井离乡。C关键在于，从考古发掘看，一些城镇被废

弃，人口似乎转移到中心地区，假如确实发生瘟疫，中心地区也不可能幸免。一些学

者认为，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在青铜时代末期经历了多次地震，势必产生不容忽视

的后果；D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区域大约在同一时期还遭遇严重旱灾。不过，并无充

分证据表明，以上自然灾害引发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即“海上民族”迁徙。E

早在 1976 年，胡克就对“海上民族”如此惊人的破坏力表示怀疑。F迈锡尼文

明区域内的发掘表明，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能够与所谓“海上民族”联系起来。“海

上民族”犹如人数众多的强盗一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废墟，在迪金森看来，这

只是传奇故事，绝不是史实。G假如把迈锡尼文明受到破坏归罪于迁徙人群，而这些

人又是迫于生计，旨在寻找生存之地，那么，他们为何每到一处都大肆破坏，将其夷

为平地？假如目的地是埃及，为何在拥有船只的情况下不直接驶向埃及？

宫殿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爱琴海和克里特岛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宫殿

经济权力集中，官僚机制僵化，管理机构过于庞大。H迈锡尼主要政治体大兴土木，

 A  E. Borgna, “Regional Settlement Patterns, Exchange Systems and Sources of Power in Crete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Studi Mecinei et Egeo-
Anatolici, Vol. 45, No. 2, 2003, pp. 155-157.

 B  C. Runnels and P. Murray, Greece before History: An Archaeological Companion and Guid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7.

 C  L. Walloe, “Was the Disruption of the Mycenaean World Caused by Repeated Epidemics of 
Bubonic Plague?” Opuscular Atheniensia, Vol. 24, 1999, pp. 121-126.

 D  A. Nur and E. H. Cline, “Poseidon’s Horses: Plate Tectonics and Earthquake Storms in the 
Late Bronze Age in the Aegean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27, 2000, pp. 44-45.

 E  H. Whittaker, “The Sea Peoples and the Collapse of Mycenaean Palatial Rule,” in P. M. 
Fischer and T. Bürger, eds., “Sea Peoples” Up-to-Date: New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13th-11th Centuries B.C.E., Vienna: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2018, pp. 75-76.

 F  J. T. Hooker, Mycenaean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pp. 156-160.

 G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 50.

 H  S. Deger-Jalkotzy, “Decline, Destruction, Aftermath,” in C. W. Shelmerdin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egean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91; 
P. M. Fischer and T. Bürge, “Reflections on the Outcomes of the Workshop: Problems and 
Desiderata,” in P. M. Fischer and T. Bürger, eds., “Sea Peoples” Up-to-Date: New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13th-11th Centuries B.C.E.,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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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许多人力物力，而耕地匮乏导致不能充分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物品，海外贸易

中断无疑使情况日趋恶化，A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无法有效应对。B政治

体之间的冲突，是许多城堡和宫殿被摧毁的根本原因，也是迈锡尼文明后期许多政

治中心建造高大城墙的原因。按泰恩特的理解，迈锡尼文明区各政治体竞争不断加

剧，最终结局是一方灭亡，其他各方也走到尽头。C

爱琴海地区宫殿经济的衰落和近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可能都与自然灾害有关，

只是在时间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打破近东地区原有状态的主要

原因不可能是来自爱琴海的移民，即“海上民族”。毫无疑问，原来两个地区间的

频繁贸易受影响甚至中断，使经济问题雪上加霜。D迈锡尼文明从衰落至最后崩溃

至少有 30 年，在此期间，迈锡尼宫殿经济同时或先后遭遇国家权力过度膨胀、阶

层矛盾激化、气候变化、饥荒、地震等一系列危机。E穆利在论述迈锡尼文明衰落

时认为，该文明的危机在公元前 13 世纪中叶实际就已显现，最后衰亡只是危机积

累的必然结果。F在伦福儒看来，迈锡尼文明的衰落可被称为“系统崩溃”（system 

collapse），G衰亡的主要原因绝非所谓“海上民族”的迁入。H

由于在塞浦路斯发现了迈锡尼ⅢC 期陶器和爱琴海风格的建筑，不少学者曾将

其与“海上民族”联系在一起。I不过，如今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在塞浦路斯

 A  S. Deger-Jalkotzy, “Decline, Destruction, Aftermath,” p. 389.

 B  P. P. Betancourt, “The End of the Greek Bronze Age,” Antiquity, Vol. 50, No. 197, 1976, 
pp. 46-47.

 C  J.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02.

 D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 202.

 E  N. H. Demand, The Mediterranean Context of Early Greek History,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2011, p. 193.

 F  J. D. Muhly, “The Crisis Year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Transition or Cultural 
Disintegration?” in W. A. Ward and M. S. Joukowsky, eds., The Crisis Years: The 12th 
Century B. C.: From beyond the Danube to the Tigris, pp. 11-12.

 G  C.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9, pp. 133-134.

 H  M. R. Popham, “The Collapse of Aegean Civil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in B. Cunliff e,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Prehistory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81.

 I  I. Sharon, “Philistine Bichrome Painted Pottery: Scholarly Ideology and Ceramic Typology,” 
in R. S. Wolff , ed.,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Israel and Neighboring Lands in Memory of 
Douglas L. Esse,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pp. 581-582. 

希腊本土出现的破坏痕迹并不见于爱琴海东南部岛屿上。在罗得岛，情况也不尽相同，

其他地方人口下降时，亚利索斯的人口明显增多。因此，在自然和人文环境恶化的情况

下，原来小型居住区的居民迁移到自然条件较好和更安全的地方，参见 M. Benzi, “The 
Southeast Aegean in the Age of the Sea Peoples,” in A. E. Killebrew and G. Lehmann, eds., 
The Philistines and Other, “Sea Peoples” in Text and Archaeology, p.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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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黎凡特出现爱琴海文化特征的陶器和建筑遗迹，不是外族入侵或人口大迁徙的

结果，而是反映了上述地区精英相互效仿和竞争的事实，以及文化传播的漫长过

程。A有学者原以为，塞浦路斯岛上的居民在青铜时代末期使用希腊语，意味着岛

上的人口由爱琴海地区迁来。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操希腊语的人迁入塞浦路斯岛是

一个漫长过程，B迁入者主要是为了找到更好的生存条件，且迁徙时间应集中在公

元前 11 世纪，比所谓“海上民族”迁徙活动晚约一个世纪。C

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甚至更早，即青铜时代衰落之前，具有爱琴海风格的陶器

就已传到米诺斯和迈锡尼文化圈以外，并且在适应当地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不断被生

产，在特洛伊、安纳托利亚西南沿海地区均发现过此类陶器。D最晚在公元前 13
世纪初，此种陶器开始在西西里岛、撒丁岛出现。E以往学者普遍认为，这种陶器

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出现在东地中海地区，是“海上民族”从爱琴海地区向东地中

海地区迁徙的结果。现在看来，主要借助陶器证明“海上民族”的存在及其迁徙路

线，很难让人信服，F在特定形制或风格的陶器与特定族群之间画等号的做法日益

受到质疑。G不仅如此，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在地中海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如撒丁岛、

西西里岛、意大利本土，以及塞浦路斯岛、安纳托利亚西南沿海、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等地。H将不同时间内出现在如此广泛区域的陶器简单归因于“海上民族”迁徙，

对真正解决问题无济于事。

假如古埃及文献中“海上民族”大规模迁徙的说法成立，那么爱琴海东南部岛

屿应是迁徙过程中不可多得的跳板。但是，发掘显示，这些岛屿上的丧葬习俗并未

 A  A. A. Bauer, “Cities of the Sea: Maritime Trade and the Origin of Philistine Settlement in the Early 
Iron Age Southern Levant,”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17, No. 2, 1998, pp. 149-168.

 B  尽管在希腊人的传说里，有组织地迁徙并建立殖民地的案例很多，事实上，拥有船只

的人群毕竟是少数，所谓殖民也只能是小规模并延续很长时间，参见 R. Osborne, “Early 
Greek Colonization? The Nature of Greek Settlement in the West,” in N. Fisher and H. V. Wees, 
eds., Archaic Greece: New Approaches and New Evidence, London: Duckworth, 1997, p. 258.

 C  E. S. Sherratt, “Immigration and Archaeology: Some Indirect Refl ections,” in P. Åström, ed., 
Acta Cyprica, Vol.Ⅰ, Jonsered: Åström, 1992, pp. 325-326.

 D  P. Mountjoy, “The East Aegean-West Anatolian Interface in the Late Bronze Age: 
Mycenaeans and the Kingdom of Ahhiyawa,” Anatolian Studies, Vol. 48, 1998, p. 34.

 E  L. Vagnetti, “Western Mediterranean Overview: Peninsular Italy, Sicily and Sardinia at 
the Time of the Sea Peoples,” in E. D. Oren, ed., 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 A 
Reassessment, pp. 312-313.

 F  S. Sherratt, “The Ceramic Phenomenon of the ‘Sea Peoples’: An Overview,” pp. 636-637.

 G  P. M. Fischer and T. Bürge, “Ref lections on the Outcomes of the Workshop: Problems and 
Desiderata,” p. 17.

 H  M. Georgiadis, “The South-Eastern Aegean in the LH ⅢC Period: What Do the Tombs Tell 
Us?” in C. Bachhuber and R. G. Roberts, eds., Forces of Transformation: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Mediterranean,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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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产的陶器也保持地方特色，并且经济也未见遭受破坏的痕迹。相反，在公

元前 13 世纪之后的塞浦路斯，由于占据繁荣的贸易线路，居住区呈现集聚和向沿

海地区转移的景象。A

以上迹象都不支持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 12 世纪末遭迁徙民破坏的

说法。穆利断言，至少塞浦路斯岛上的考古发掘不支持包括非利士人在内的“海上

民族”迁徙的理论。B迪金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修昔底德所谓当时的人只

要受到外来压力就准备迁移的说法。对任何人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耕

地、神龛、墓地这些躯体和灵魂依附之地。“海上民族”（假如他们确实存在）依恋

原来的生活地，不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人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C对现

代人而言，除经济原因外，他们经常出于宗教信仰和个人喜好而迁徙。对古代先民

来说，维持生计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根本的关切。因此，不能把公元前 1200—前

1150 年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归因于“海上民族”这一“来

无影去无踪”的群体。D

结  语

把“海上民族”问题置于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爱琴海、东地中海和埃

及的广阔空间考察，有两点认识至关重要。第一，古埃及涉及“海上民族”的文献

都以歌颂国王功绩为宗旨，不仅含有夸张成分，而且以高度模式化文学题材写成。

第二，一些学者为建构“海上民族”迁徙理论，把来自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文字、考

古材料糅合起来，割断了它们与具体时空坐标的密切关系。

古埃及语中的名词与其他语言中的名词具有相似性，是否意味着它们指涉同一

人、事或概念？需从多角度考证，一是两个名词在不同语言中产生和成型的时间顺

序，二是它们成为指代同一人、事或概念的方式和路径。实际上，在两个相距很远且

使用不同语言的地方，发音相似的名词指向同一事物的可能性很小。离开具体语境，

试图从拼写和发音角度证明时空距离很远的两个名词间的关系，可谓徒劳无益。

从前的考古活动主要集中在希腊和以色列两地，近年考古人员在爱琴海、土耳

 A  L. Steel, Cyprus before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Settlers to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London: Duckworth, 2004, p. 190.

 B  J. D. Muhly, “The Role of the Sea Peoples in Cyprus during the LC Ⅲ Period,” in V. Karageorghis
and J. D. Muhly, eds., Cyprus at the Clos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Nicosia: A. G. Leventis 
Foundation, 1984, p. 49.

 C  O.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 70.

 D  P. M. Fischer and T. Bürge, “Refl ections on the Outcomes of the Workshop: Problems and 
Desiderata，”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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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叙利亚等地也进行了考察和发掘。最新发掘成果显示，这些区域出现的人口迁

徙规模不大，也不具有连续性和趋向单一目标，更不是武装入侵，且促使不同人群

迁徙的原因不尽相同。青铜时代末期的人口流动，与东地中海地区政治体衰落大致

同时发生，但绝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原有经济系统的崩溃和政治体的消失，不可

避免地驱使许多人背井离乡，但特定人群和个体又是在何种压力下作出判断和决定

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很难得知个中细节。正如布罗代尔在描述近代地中海岛屿

上的生存条件时所说，摆在岛民面前的巨大挑战是如何依赖并不丰富的资源，如耕

地、葡萄园、畜群维持生计，只有这条路行不通之时，换句话说，只有真正绝望之

时才会背井离乡。A从历史上人种志案例来看，迁徙者都会选择距离较近且相对熟

悉的地点作为目的地，因为容易适应和融入其中，而且一般情况下迁徙人数并不会

很多，通常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不同族群短时间内组成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实属

罕见，像“海上民族”分为水、陆两队，一路上摧毁宫殿、将居住区夷为平地，更

是闻所未闻。

在东地中海地区，随着中央集权没落，完善的书写系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铁

器时代早期文化，其特征是散落的城镇各自为营。族群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出现，如腓尼

基人、以色列人、阿拉姆人、摩押人，这些名称经常与所属人群的居住地名称相同。非

利士人恰好此时出现在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因此无法排除他们与其他族群一样，

一直居住在此地的可能性，只是中央集权衰落后，他们演变为自成一体的族群。仅依据

《圣经》中关于这些人来自地中海的说法，就认定他们是“海上民族”，显然站不住脚。

人口流动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现象，青铜时代末期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动荡

的加剧，无疑加速了人口流动，但无论是爱琴海还是东地中海地区，迁徙民绝不是

同质的，迁移方向也并非都是由西向东，最终目标更不可能都是埃及。拉美西斯二

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相隔近一个世纪，很难想象同样被两位君主称为“海上民族”的

人群，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不断从爱琴海远赴几千里以外的埃及。B从最新考古发

掘看，在我们所讨论的时间段，并未发生大规模移民潮，小型的迁徙当中有些人从

沿海地带向内陆迁徙，是为了安全以及寻找水源充足和土壤相对肥沃的耕地；有些

人很可能是因为原有经济体系崩溃，而从偏远居住区移居到中心城市。

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青铜时代文明从公元前 12 世纪开始走向没落，经历约

一个世纪。把如此广大区域和长时段内发生的复杂政治演变和社会转型，解释为

 A  F.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 S.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p. 158-160.

 B  有些埃及学家仍旧认为，“‘海上民族’摧毁了东地中海地区包括赫梯在内的多个王国，

之后一路南下，直到埃及边境才被拉美西斯三世打败”，如 L. D. Morenz and L. Popko,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and the New Kingdom,” in A. B. Lloyd,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0,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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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民族”迁徙的后果，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模糊和掩盖了历史转折时期这一

地区不同族群的不同境遇及其应对。有些学者把众多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与“海上

民族”联系起来，但找不到确凿证据。学界长期以来认为“海上民族”借助船只甚

至舰队发动进攻，然而，迄今为止，在东地中海和埃及沿岸的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战

舰或其残片。A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界关于“海上民族”概念的形成，恰逢

欧洲民族国家理念兴起之始，迁徙民尤其是大规模人口流动，被想象为威胁民族国

家的大敌。B青铜时代末期，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流动并非导致上述区域

政治体灭亡的原因，而是这些政治体衰弱或没落的后果。原有政权和秩序消失，民

众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假如他们能组成强大军队，把赫梯这样的国家摧毁，那为何

要离开家园？在许多情况下，迁徙民不仅不是导致国家解体和文明衰亡的祸根，反

而是受害者。C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趋势日益流行的今

天，此种认识尤为重要。D

〔作者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焦 兵 郑 鹏）

 A  S. Wachsmann, “To the Sea of the Philistines,” in E. D. Oren, ed., 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 A Reassessment, p. 103.

 B  最新移民史研究强调移民给迁入地经济、文化和宗教带来的生命力，意在否定以往把

移民等同于动荡和混乱的倾向，参见 B. J. Baker and T. Tsuda, “Introduction: Bridg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Assessing Migration,” in B. J. Baker and T. Tsuda, eds., Migration and 
Disruptions: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Migrations, Orlando: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5, pp. 3-5.

 C  社会学家鲍曼深刻阐述了历史上的人口迁徙、流亡等问题。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后，公民

权与国籍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护照是彰显个人身份的最重要标志，护照、出入境签证、

海关以及移民局等都是现代政府的发明。习惯了这些条条框框的人确实无法想象，没有

这些证件和关卡，古代政体是如何正常运转的，他们很容易把人口流动想象为如同“海

上民族”那样的洪水猛兽。参见 K. Tester, The Social Thought of Zygmunt Baum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64-165.

 D  鲍曼认为，西方政客经常把限制移民数量和将难民阻隔在边境以外作为竞选卖点，参见
Z. Bauman, Consuming Lif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p.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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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ameses Ⅲ of the Twentieth Dynasty. However, these descriptions of the kings of 

Egypt battling the “Sea Peoples” belong to the theme of “King’s Miracles”, which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fact. Moreover, a survey of the “Sea Peoples” in the space-

time frameworks of the Levant, Anatolia, Cyprus, Crete and the Aegean, reveals that the 

civilizations in these regions fell for reasons which varied between the regions, and were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simple explanation provided by the “Sea Peoples”. On the contrary, 

these regions’ population movements are better seen as the consequences, rather than the 

cause, of civilizational collapse. In fact, the hypothesized existence of the “Sea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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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ree parts and named them Europe, Asia, and Libya. Ancient Romans adopted 

this division but renamed Libya Afric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hristianity accepted 

and integrated the theory of tripartite division of the earth and the Jewish allusion that 

the world was divided by Noah’s three sons (Shem, Ham, and Japheth). Thereout, the 

intercontinental discourse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 was fi rmly established. In essence, 

the theory of tripartite division of the earth was the cogni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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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and that between freedom and despotism,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hierarchy , thus becoming the origin of “European superiority”.

Gender Tensions within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Cai Meng (146)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class politics of American working class was distinctly 

gendered. Male workers, who dominated the labor movement, criticized the factory 

system and women’s wage labor from a moral perspective, demanded higher wages on 

the grounds of their masculine and family status, and chose whether to support female 

workers’ struggles based on their expectation of an ideal gender order. They held a narrow 

view of the “working class”, regarding female workers as “others” rather than class allies.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 female workers who were marginalized in the labor movement 

had to cater to the gender politics of male workers, and asser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domestic and moral discourse. Gender tensions disrupted workers’ understanding of 


